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 從幾場論辯談起 by CHANG, So-a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3第三輯 :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 Article 4
6-2015
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 從
幾場論辯談起
So-an CHANG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This 前言 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壽安 (2015)。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從幾場論辯談起。《嶺南學報》，第三輯，頁59-9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3/iss1/4
清儒的“知識分化”與
“專門之學”萌芽
———從幾場論辯談起
張壽安
　 　 【摘　 要】本研究從清乾嘉間幾場重要的學術辯論，觀察傳
統學術的知識分化現象。主要説明兩點：一、清代的學術界已經
出現各種專業知識獨立的聲音和努力，辭章、義理、考據之爭，表
面是爭正統，實質是爭取獨立的知識地位。二、清代學術並非前
人所言的考證學，而是因考證而産生了豐富的工具性知識，這些
工具性知識在清儒的深入研究發展下，其後都成了專門之學。在
觀察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大歷史議題下，重新審視清代學術，尤
其在知識發展上的貢獻，將揭開清代學術思想史之研究的新
一頁。
【關鍵詞】清代學術思想史　 戴震　 龔自珍　 袁枚　 傳統知
識分化
一、前　 　 言
清乾嘉間學術界發生了一連串激烈的學術論辯，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
義理、考據、辭章之爭。雖然目前學界的研究結論是：學問大分三途，仍以
義理爲歸。義理仍擔當著學問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細疏理論辯各方的
立意與理據，重構論辯議題的發展與轉折，不難看出其結局應是道術分裂、
知識分化。不僅辭章之學家派林立，技藝性知識興起，作爲學問大本的義
理，也不再以程朱爲唯一指標，禮學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學界。而其中作
爲轉折關鍵的，正是以考據爲主軸的新學術從其内部所産生的多種專門
之學。
數年前筆者曾撰文從學術史角度指出，乾嘉學術的最要特色在學統重
建與專門之學成立。龔自珍於道光三年（１８２３）爲阮元六十年譜寫序時，就
把阮元學圈的學術成就歸納爲專門之學十大類：訓故、校勘、目録、典章制
度、史學、金石、九數、文章、性道、掌故等，甚至爲這些學門作出定義。這些
學門有不少在 ２０ 世紀以降與西學融會，成爲今日的專門之學。
考據學從乾隆初期迅速發展，到四庫開館建立大本營，儼然清學主流，
並和辭章、義理之學産生論辯。這些論辯不僅關涉學問高下次第，更觸及
理論層次，其目的在劃清學門界綫，破除高下之别。事實上，一種專門之學
得以成立，至少得完成幾個要件：一，學門性質定位；二，學門理論建構。
本文就以乾嘉間較重要的幾場論辯爲綫索，來觀察清儒學門意識的萌芽與
專門知識的分立。
二、袁枚和惠棟的辯論：文章、窮經
這場辯論發生在乾隆十九至二十三年間（１７５４—１７５８）①，惠棟（１６９７—
１７５８）原信已不可見，但從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８）的兩封回信不難看出其主題
應是：窮經與文章之辯。
先是惠棟致信袁枚勸其篤志“窮經”，並説袁枚好文章是“捨本逐末”。
袁枚的回信高舉文章之學，反言質問窮經。其信云：
·０６·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　 復刊第三輯）
① 確切時間很難考定。袁枚信中談到惠棟寄奉《六宗説》、《讀大禮議》二文，據漆永祥所輯考整理
的《東吳三惠詩文集》，無此二文。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對袁枚
《答惠定宇書》、《答惠定宇第二書》亦未詳於何時之作，袁枚乾隆二十三年回覆程晉芳書札告知
惠棟死訊的《答程魚門書》中有“惠子湛深經術，僕愛而未見”（下編，頁 ２８４—２８５）。可見兩人
並未見過面，如果要説二人能够有書信往來的機會，可能就是惠棟館於盧見曾幕府時期（乾隆十
九年至二十三年之間）。案：乾隆十八年，盧見曾第二次調任兩淮鹽運使，當時袁枚有詩册《隨
園主人呈雅雨公詩册》進呈。乾隆十九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六月，惠棟在盧見曾幕中，
還與沈大成等幕賓一同參加盧見曾補刻朱彝尊所著《經義考》未刻部分的校勘工作。惠棟還參
與盧見曾編纂的《山左詩鈔》的校訂工作。這項工作始於乾隆十八年仲春，成於乾隆二十三年
仲秋，成書之後不久惠棟便逝世。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勖，慮僕好文章，捨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
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
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
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
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
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强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
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此近日窮
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
而不以瑣屑爲功。即如説《關雎》，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
説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宫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問其由來，
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説經，大率類此。最甚
者，秦近君説“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一閧之市，是非麻起；煩稱
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
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噂沓，擾擾何休，敢再拾其瀋
而以吾附益之乎？
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
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説近玄虛；漢
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説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
《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矣；商祝辨乎
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
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顔、閔以文學，而
足下乃强僕以説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
其能捨所學而相從否？①
惠棟挑起這場論辯已年近六十，是他生命的晚年，也是學術最成熟的時候。
惠棟父祖三代傳經，是江南名儒世家，惠棟自幼即知推重漢人經術。乾隆
十九年（１７５４）雅好經史的兩淮鹽運使盧見曾（１６９０—１７６８）延聘惠棟等一
批飽學之士入幕刊刻《雅雨堂叢書》等多種古籍。《雅雨堂叢書》共收古籍
十三種，惠棟主持校訂者有十一種。期間沈大成（１７００—１７７５）、戴震
·１６·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① 袁枚《答惠定宇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二册，頁 ３０５—３０６。
（１７２４—１７７７）等都參與編校，而惠棟鼎力主持，貢獻最大。在盧幕四年，惠
棟專心編輯校勘古籍、宣揚漢學、提攜後進。在漢學初興之際，盧見曾幕儼然
是江南的漢學基地。惠棟窮經的基本態度是尊漢，方法是訓詁，所謂：“漢人
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説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
漢經師之説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
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
也。”①最重漢儒師説，從識字審音入手，掌握字義再求經意，所謂古訓不可
改，經義存乎訓。當其時，沈大成、錢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王鳴盛（１７２２—
１７９７）、戴震、王昶（１７２５—１８０６）②，及惠棟弟子江聲（１７２１—１７９９）、余蕭客
（１７３２—１７７８）皆先後從遊論學，漢學聲勢壯然興起。錢大昕形容：“漢學之絶
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③可見惠棟當時地位崇高。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袁枚年四十，已是名滿江南的才子，所撰時文更是
科舉試子的模擬範本，宗穀芳説他“以制舉文震海内，後生小子爭摹仿句調
以弋科名者，如操卷取也”④。袁枚的仕途並不順心，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就
告病辭官歸鄉，專心經營詩文創作和致力“性靈説”辭章理論的建構，又通
過經營田産、收放貸款等方式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然後經營“隨園”，開始
大規模召開文宴（據鄭幸《袁枚年譜新編》，袁枚最晚在乾隆二十四年就有
大規模的文宴召開）⑤，利用早年當官的人脈建立自己的聲名跟影響力。宗
穀芳説：“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
史漢文章之正統。”⑥袁枚其實早已意識到辭章之學地位提升和理論建構是
·２６· 　 經學的傳承與開拓（嶺南學報　 復刊第三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惠棟《松崖文鈔》卷一，收入漆永祥點校《東吳三惠詩文集》（臺北：中研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６），頁 ３００。
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頁 ２６，注：王昶生於雍正二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公曆爲 １７２５ 年 １ 月 ６ 日。
錢大昕《惠先生棟傳》，錢大昕著、陳文和點校《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嘉定錢大昕全集》（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９ 册，頁 ６２２。
宗穀芳《後序》，《小倉山房文集》，收入《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二册，
頁 ７。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前言，頁 １４。又言：“袁枚的後半生
以專心經營名山事業爲主。這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具體的詩文創作，一是思考、建構并傳播其
‘性靈論’。”（頁 １２）
宗穀芳《後序》，《小倉山房文集》，收入《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二册，
頁 ７。又，宗穀芳於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春與袁枚談論時藝，袁枚深以少年之作刊布流傳爲悔。
參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乾隆十八年條，頁 ２３７。
他畢生的目標。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編成詩集十卷，賦詩自表心情説：“臨池
照影私心語，不信吾無後世名。”①袁枚的詩文中顯示出自我表彰之意及和
時人辯論的傾向，收到漢學界惠棟如此外行的建議，他不免挾天意以
暢言。
惠棟對這個正在崛起的後輩，顯然想將其導入正途，所以勸袁枚以窮
經爲重。又從“本末論”言經學是本、文章是末，要寫出好文章得先窮經，否
則只是逐末。
袁枚的回信用詞調侃，機辯嘲笑比比皆是，不須多言。唯從“知識分
化”角度省視，袁枚提出的幾個觀點頗值得留意，也代表當時知識論辯的常
用型態：一，重新定義“本末”。惠棟的信既然從本末立論，經是本，文章是
末，寫文得先治經。不僅壓低文章的地位，還説經是文的基礎，批評袁枚不
治經，文章再好也是無根。袁枚的回信拔本塞源，一起首就另立了一套“本
末論”，不循惠棟的本末規則。袁枚説：德行是本，“六經”和文章都是末；
連孔子也是功業不成纔轉而著述文字，因此“六經”也只是文。换言之，“六
經”也是末。“六經皆文”，是袁枚的第二個論點。按惠棟的排列，經高於
文；但在袁枚的排列下，德行、功業、經世纔是學問的最高目標，文章和“六
經”都只是末。從正統經學角度看，袁枚的“六經”皆文確實壓低了經的地
位；但從文章角度看，“六經”皆文却大大擡高了文章的地位，令文章與經地
位平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枚爲文章之學找到一個根本———經。其
三，在本末説之外，袁枚又另立了一個論學的原則：“自表”。他説：若聖人
能實踐功業，“顧肯文章以自表著耶”，自表和文章有何關係？自表和功業
又有何關係？這在乾隆晚期也是袁枚生命晚年和孫星衍的辯論時，有了更
完滿的發揮。其四，袁枚對窮經之學提出質疑：他首先懷疑“經”這個詞。
他説經就是聖人的文章，在孔子之時並無經名，後人無法得見聖人的行爲，
只好拾其遺文墜典編輯成册，稱之爲經，其後還不斷增衍其數，提出“六
經”、“九經”云云；造成真僞雜出莫可詰責。至於今人的窮經效果更是令人
質疑，他説古人已逝不可質對，今人繁稱博引典説不已，簡直是一鬨之市，
尋鬼神搏虛而已！窮經的可信性無法定讞，袁枚遂敬謝不敏，豈敢附益？
最後袁枚説出自己的讀經態度：“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對惠棟
·３６·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① “編得新詩十卷成，自招黄鳥聽歌聲。臨池照影私心語，不信吾無後世名。”見袁枚《小倉山房詩
集》卷十一，《編得》其一，收入《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一册，頁 ２２０。
的勸説，完全反對，大笑蒼天何生此迂謬之才①！
袁枚和漢學界的第一場辯論，最值得留意的理論是“六經”皆文説；最
值得留意的論辯方式，則是他跳脱了經學家本末論的制約，另立一套標準
去序列學問次第。他在信末評論漢宋學術實虛時，采用了兩套“學問理論”
架構，一是“形而上 ／形而下”，分判宋漢優劣；一是“德 ／藝”，分判德行 ／經
學，貶斥窮經之學只是技藝，形而下的枝節而已。可惜袁枚並没有完整的
論述。
惠棟旋即反駁，論點有二：“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
“説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既然袁枚從德行 ／文章談本末，德行爲本，
惠棟就順著這個本末論，把德行也籠罩在經學之下，經是德行之基礎，懷疑
經，就等同非聖無法，混淆大本。惠棟言辭强勢，袁枚的措辭就更加犀利，
譏笑窮經是履人舊跡。言：
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
字……“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
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
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
也。……
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以業自顯，傳經
者因人以顯。是以文儒爲優。”……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
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
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
足下謂説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前賜《讀大
禮議》、《六宗説》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
書俱在，其説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
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
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姑毋以説經自喜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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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袁枚的論述雖不嚴謹，但他有許多靈感性的觀點，發人所未發。其後章學誠有不少觀點即與袁
枚類似，雖然章對袁的言行十分不齒。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７２ 年版），第九章“章實齋附袁簡齋”，頁 ４２８—４３５。
袁枚《答惠定宇第二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第二册，頁
３０６—３０８。
袁枚的第二封復信，首先質疑經的權威性；其次把經定義爲“文”。他毫不
掩飾地譏諷窮經説：“經”之一詞出現於莊周，三代並無，後儒尊經太過，其
實“六經”也不過是古人的“文章”。順此，袁枚就進一步發揚了他“六經”
皆文的主張：“六經者，文章之祖。”此一宣言，把後世的文章寫作全都上溯
到“六經”，經成了文章之源！接著他又爲“經”作爲“文”之性質，寫下新的
定義：“文人自表”。换言之，經和文一樣都是“自書己懷”。既然是自書己
懷，古人和今人皆有可表，爲何要固守窮經。這個新定義和經學界堅信的
道在“六經”、“六經”乃聖人之言，完全兩途。顯然，袁枚的“六經皆文”改
寫了經的性質！經，不必然藴含萬世不移之道；經，也只是古人的創作。
“創作”纔是評斷學問高下的最要條件。
第二個爭論點是：學貴心得、反對沿襲。惠棟提出的“心得”二字，正
合了袁枚辭章理論的重心。他洋洋灑灑的述説文章家最貴心得，最重自
創，反倒是窮經者多襲人舊言。曰：
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
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説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
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跦跦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①
接著就直接舉證惠棟的兩篇心得之作：《讀大禮議》和《六宗説》，指出毛奇
齡（１６２３—１７１６）和郝敬已經考證過這個主題，且二人的著作較惠棟所言更
爲詳細。既有此二人著作在先，惠棟縱使不是有心抄襲，也是抄襲矣！最
後引漢儒王充之言，再次强調以“著作”爲宗的文儒優於以“注疏”爲究的世
儒，所謂：“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
顯。是以文儒爲優。”强調創作的重要性，反勸惠棟：“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
獨得者，不俱可危乎？……姑毋以説經自喜。”②
袁枚、惠棟的辯論呈現出當時文章家與經學家論辯的一些樣態。首先
窮經者不能接受文章家以虛詞鋪陳爲尚，而文章家對窮經者的瑣碎陳言也
無法苟同。從袁枚的論述可以看出窮經、文章兩家對立之初，漢學界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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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袁枚《答惠定宇第二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第二册，
頁 ３０７。
同上書，頁 ３０８。
雀起，頗有踏躪他人門户之勢，文章家急於提高文章的地位。袁枚把文章
的源頭上溯到“六經”，經與文同一性質，確實開啓了經的另一種學問樣態！
在近代學術的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晚清民初以降學界從文學角度闡釋諸
經與諸子，導源於此。而學問最貴心得的論述，也在理論界崛起。同時得
留意的是，雙方論辯時都采用了本末 ／德藝及形上 ／形下這類一組式的概
念，來判别窮經 ／文章或漢學 ／宋學（並無考據一詞）。不僅分學問之“高
下”，也急於“序列”學問之先後次第。這種學問序列方式，可稱爲“串聯
式”的理論，把學問視作一種“綫性論述”，循本至顛，先後有序。很限制學
問的多元開展，到乾隆中期後這一情况始逐漸改變。
三、戴震論學問三途：理義、制數、文章
戴震作爲乾嘉學術的領導者，其學術貢獻中很重要的一點却未被研究
者充分認識，即他開啓了“學問分化”的論述。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戴震在《與方希原書》中提出古今學問有三途：理
義、制數、文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宣言。雖然目前研究者都認爲戴
震縱言學問三途，最終仍把義理視爲學問之大本。换言之，無論考據、文章
都以義理爲歸。至於義理爲何？學術界也都認爲，對戴震而言，前期指程
朱義理，後期則轉向自家建立的義理。所以戴震一生治學都以義理爲最大
歸宿。
事實上這個觀點並不精確。義理確實是戴震一生之歸宿，但以其學術
貢獻而言，則不然。本節就討論戴震及其後學如何分化學問，如何開展“制
數之學”的“知識内容”。换言之，考據和專門之學之間的聯繫與轉折如何
在清代展開。其中最重要綫索就是：乾嘉學界的治學方法。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基本概念，面對學問，貫穿戴震思維的是：道在何
處？如何求道？而不是義理。學界一味往義理方向尋求，難免疏忽了
“道”———這個戴震和乾嘉學界揭示的新目標。“道在六經”，無庸置言，是
戴震早期就定下的學問方向，至於“如何求道”則是一個方法議題？也是一
個實踐議題？是戴震和當時漢學界共同思忖的大問題。而傳統學問的分
化，也就從考據———這個求道的“方法”展開（詳下）。
戴震，徽州歙縣人，徽州素有朱學格物遺風，治學務實。戴震早年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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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鄉，頗有著述，後入“不疏園”從學江永，江永讚其學問精湛，又得交新安
才俊，以音韻文字、名物度數之學顯名徽歙。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戴震避仇
入都，據史傳言：倉皇入都，衣服行李皆無有，所攜僅“制數”諸作。戴震在
北京結識了錢大昕、王昶、紀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王鳴盛等一班新科進士，他
的“名物度數之學”立刻引起北京學界的驚讚。秦蕙田（１７０２—１７６４）正修
《五禮通考》，延戴震至“味經軒”同輯“時享”一類，紀昀也在是年冬爲戴震
刊刻《考工記圖注》。學界交相延譽，戴震知名海内！
《與方希原書》就寫在入京之年。信中戴震指出古今學問之途有三，
其言：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絶少
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
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
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
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睹其非藝歟？夫以藝爲
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
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説，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
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
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①
首先戴震指出古今學問有三個不同的途徑，人可各依其從入，建立不同的
事業。有從事於理義之學者，有從事於制數之學者，有從事於文章之學者。
戴震所謂的“事”，指從事的事，也指事業成立的事。顯然理義、制數、文章
都可以成爲專門之業，縱使戴震認爲從事文章是最末一等，但並不妨礙文
章之學可以達到他欲拉提學問三途的共同歸向———“道”。一般研究者認
爲戴震學問三途皆歸於義理，其實不然。戴震治學始終關懷的是求道，道
和義理仍有不同，“六經”載道指的是經天緯地之方，義理則是人心本性與
天理合轍。戴震這封信寫得文意曲折，言詞晦澀，真如他自己所説“漫散不
可收拾”，可見他思緒尚未穩定。但仔細分疏仍可看出戴震正試著宣告他
的學問理念。以下試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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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震《與方希原書》，收入戴震《戴震文集》卷九，《戴震集》，頁 １８８—１９０。
首先得指出，戴震這封信的主旨不是談學術問題，而是談如何從事古
文。方矩和戴震是安徽歙縣同鄉，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江永教學於汪氏不
疏園，汪鳳梧、方矩、戴震、鄭牧、程瑶田、汪肇龍、金榜等從學於江永①。
方矩雅好古文，戴震當時也嗜古文，其後戴震棄文治經；所以當方矩來信
詢問古文時，戴震感慨萬千，想到自身“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
數千里外聞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免回顧問學之路，説了一堆漫散不
可收拾的話。其實，戴震心中思考的是：學問可分三途，人依其才，各選
一途，都能成就專業，非必文章不可。但是，他堅持無論從事任何一途，
都得以求聖人之道、明聖人之道爲目標，唯有如此，才能有本有根，發而
爲文，自能枝茂花華，因爲擁有浸灌之資；否則文章之途將爲榮難久。
所以戴震告訴方矩：理義、制數、文章，三學各有其本，但必須得聖人之
道才是大本，“道”遠高於三學之各本。故此，他説爲學當以明聖人之
道爲歸。
在這封信裏，戴震使用了一組概念“道、藝”，來劃分學問的性質，若學
問功力未臻於道，發爲文章就流於藝，技藝而已。也因此，這封信才會一開
頭就質疑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這些歷來被視爲古文大家者的文章成
就，究竟是道耶？是藝耶？這段“道、藝論述”文字曲折，思路涣散，想必戴
震有心求道，但對如何纔能把道與治學結合起來，還不十分清晰。他試著
定義“道”，説：“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
此。”似乎指一種悟境，但“曲盡物情”又指一種實境。這種對道和藝的劃
分，其實暗孕著“理論”與“實務”的二分，也潛藏著對“唯一大本”的動摇。
這種學問論述，發展到乾嘉時期的焦循、孫星衍、阮元就越發清晰，包括理
論和實踐。
接著戴震談到另外兩途：理義、制數。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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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矩（１７２９—１７８９），又名根矩，字晞原，安徽歙縣人，貢生。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江永講學歙縣西
溪汪泰安不疏園，方矩曾來就學，與汪泰安之子梧鳳（１７２５—１７７３）、戴震、鄭牧（１７１４—１７９２）、
汪肇龍（１７２１—１７８０）、程瑶田（１７２５—１８１４）、金榜（１７３５—１８０１）、吳紹澤等師從江永，後吳紹澤
轉習詞章。江永講學不疏園七年之久，戴震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七子同集不疏園，
從學江永於乾隆十七年，時江永七十二，鄭牧三十九，汪肇龍三十二，戴震三十，程瑶田和汪梧鳳
均二十八，方矩二十四，金榜十八，不疏園堪稱皖派漢學的發軔，汪世清稱之爲“江門七子”，其
中以戴震、程瑶田、金榜成就爲最。參考汪世清，《不疏園與皖派漢學》，《卷懷天地自有真》（臺
北：石頭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頁 ６３８—６５２。洪湛侯《徽派朴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第二章，第 ４５—４８ 頁。
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
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
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
由這段文字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戴震絶未將宋儒義理視爲學問之大本，他既
分學問爲三途，説漢儒得了制數失了義理、宋儒得了義理失了制數，看似各
有所長，可緊接著他就批評漢宋儒互不相謀，是天地鉅觀，目未全收，既然
目未全收，豈可言其得道？因此，漢宋都未得道。然則道在何處？戴震言：
“道在六經”。前面説過戴震承認學問三分，可以各成其事，但都得以求道
爲歸。此處，他先批評漢宋得失各半，又轉言道在“六經”，可見戴震認爲漢
宋皆失。目前學界所認爲的戴氏學問大本在宋儒義理，這個論斷是不正確
的。得“六經”之道，纔是戴震治學的大本。此處還得特别分辨的是：道和
義理，對清儒尤其對乾嘉漢學界而言，不是同一概念。這一議題在戴震乾
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識惠棟，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自家治學方法更臻完備具體
後，有清楚交代（詳下）。
另有一事同樣發生在乾隆二十年，值得留意，即姚鼐拜師遭拒。姚鼐
拜師遭拒，學界有人認爲姚鼐就此懷恨戴氏，遂終其一生發憤建立桐城文
派與漢學界力抗；也有人認爲二人並無交惡，姚鼐其後轉回文章之學，全因
其秉賦和價值取向與漢學不合之故①。拜師遭拒，緣於戴震的《與姚姬傳
書》，姚鼐拜師信今不得見，但細看戴震回信，不難發現這其實只是一封談
“治學方法”的信，並未涉及義理、考據、辭章之爭。戴震言：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
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
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説。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
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
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
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
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説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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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鼐拜師遭拒但二人並未交惡。參考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版），第一章“從辭章到考據”，頁 １４—３０。
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
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
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
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
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
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薉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
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爲説轉易曉學者，淺涉而
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
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能有
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於其兩得。①
姚鼐與戴震相識時，戴震年三十三，姚鼐年二十五。姚鼐出身清門已得鄉
薦，頗有文名，戴震窮愁潦倒甫抵北京，但正以制數學之精湛雀譽京華。戴
震正欣然《考工圖記》將欲刊刻，而青年姚鼐居然當面規誡他：既然《考工
記圖》有未盡之疑，不宜倉促出版。戴震聞言先是大驚，繼而震怒，立刻提
筆申述平生的治學方法。所謂考核之學必求十分之見，言：“徵之古而靡不
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這種一字一音皆循根達
杪，溯流探源，不以孤證爲信，堅持鉅細靡遺、貫通諸經的考核工夫，正是戴
震治經求道的態度。接著他批評漢儒鄭玄及宋儒程頤、張載、朱熹，雖然學
問富贍，但仍是得失中判。後人縱使學鄭玄、朱熹，但若不能志存聞道，空
無依傍，仍將失道於誦法之中。最後，它仍然決定出版《考工圖記》，不接受
姚鼐的質疑。這封討論治學方法的信，表面上是向姚鼐致歉，表示有失期
盼；但實際上戴震則公開表明自己戮力求道、鉅細靡遺、已臻十分之見，對
自己的治學方法和功力信心滿滿。
戴震曾言自己的學問並無師承，全係自學。其實戴震的治學方法，多
源自他的具體治學經驗。换言之，不是方法引導戴震治學，而是實際的治
學經驗令戴震逐漸建立起方法，兩者相互生衍。戴震對自己治經求道的步
驟歸納出一個條理，要到南遊識惠棟之後。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戴震南遊揚州，在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幕中與惠
棟見面。次年，惠棟卒。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戴震入都過吳，惠棟子出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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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收入戴震《戴震文集》卷九，《戴震集》上編，頁 １８４—１８６。
父《授經圖》，戴震回憶兩人治學的路徑，寫下“求道次第”，並宣稱：“理義
存乎典章制度。”言：
震自愧學無成就……莫之能闚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
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
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
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唯空凭胸臆之卒
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絶，今古
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
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
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
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説
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①
“理義存乎典章制度”，理義不可空憑胸臆。顯然，這理義已不是宋儒的義
理，而是具體的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實踐之道。戴震在回憶惠棟授經與
自家治學的經驗時，特别舉出理義存乎典章制度這個理念，是乾嘉漢學發
展史上的關鍵轉折。戴震這句話必須和其“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合觀，纔能
完整代表乾嘉漢學界的治學理念和治學途徑。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私淑戴
震時年三十九歲的淩廷堪（１７５５—１８０９）撰《戴東原先生事略狀》，就説戴、
惠論學若有所合，並把這段惠棟治學的途徑引爲戴震的治學途徑。顯然，
他的目的在揭示這就是戴震後學共同的治經求道途徑。其言：
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説而不自知。故其爲
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
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
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説所汩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著
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案其遺編，學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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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戴震四十三歲，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收入《戴震
集》，頁 ２１３—２１４。
猶可考見，特懼讀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與妄
庸巨子譏駡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
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
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①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段玉裁（１７３５—１８１５）於戴震没世十六年後，爲
老師編《戴東原先生文集》，用了相當長的篇幅闡釋戴震治學求道和義理、
考核之間的聯繫，以免世人對戴學有所曲解。言：
稱先生者，皆謂考核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
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
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
考核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
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
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
考核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
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核、文章爲三，區别不相通，其
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
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
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
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
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
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②
段玉裁舉出戴震早年似乎有義理爲文章、考核之源的説法，接著他話鋒轉
沉指出他不認爲那是戴震治學的次第和目標。他仔細梳理戴震生平所治
各種類型的學問：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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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 年版），卷三十五，頁 ３１２—
３１７。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壬子，段玉裁撰《戴東原集序》，收入《戴震集》，頁 ４５１—４５２。
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其方法皆莫不究乎其實。换言之，都是經由考
核求得十分之見，通乎性與天道，最終求其能落實於制度。可見，考核的目
的不是求一字一音或一名一物，而是求聖人制作之意；唯有通過制作，纔能
掌握經世濟民之道。段玉裁清楚地分開了片言隻語式的考核，令典章制度
成爲考據之學與“六經”治世之間的聯繫。所以他深信由考核纔能通乎性
與天道。
“典章制度之學”成爲漢學界的治學重點，其實和漢學界堅信“六經”治
世之道的理念相互貫徹。乾隆中期，“考據的方法”逐漸成熟具體，道與經
世方策聯繫起來，漢學界對自家學問的定位也更加明確。
四、袁枚與孫星衍、焦循的辯論：“考據學”
袁枚與孫星衍（１７５３—１８１８）的辯論，是乾嘉間規模最大的一場辯論，
捲進了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淩廷堪、王引之（１７６６—１８３４）、章學誠（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等人，時間從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到嘉慶三年（１７９８）未歇，爭論的開
端是辭章、考據之辯，然其結果却導致爲“考據學”定名。
先是袁枚兩次致函孫星衍，歎其以精彩絶艷之筆爲考據之學，徒然辜
負天賜奇才，勸孫星衍放棄考據，回歸辭章以著作爲上。袁枚的兩封信今
不可見，但從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孫星衍的回信及袁枚的再覆信，仍可窺
知若干重要訊息。孫星衍《答袁簡齋前輩書》言：
來書惜侍以驚采絶豔之才爲考據之學，因言形上謂之道，著作是
也；形下謂之器，考據是也。侍推閣下之意，蓋以鈔摭故實爲考據，抒
寫性靈爲著作耳，然非經之所謂道與器也。道者謂陰陽柔剛仁義之
道，器者謂卦爻彖象載道之文，是著作亦器也。侍少讀書，爲訓詁之
學，以爲經義生於文字，文字本於六書，六書當求之篆籀古文，始知《倉
頡》、《爾雅》之本旨。於是博稽鐘鼎款識及漢人小學之書，而九經三史
之疑義可得而釋。及壯，稍通經術，又欲知聖人制作之意，以爲儒者立
身出政，皆則天法地，于是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
推十合一之數，而後知人之貴於萬物，及儒者之學之所以貴於諸子百
家。雖未遽能貫串，然心竊好之。此則侍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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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閣下奈何分道與器爲二也？
來書又以聖作爲考據，明述爲著作，侍亦未以爲然。古人重考據
甚於重著作，又不分爲二。……近時開四庫館，得《永樂大典》，所出佚
書甚多，及釋、道二藏，載有善本古書，前世或未之親。而鐘鼎碑碣，則
歲時出於土而無窮。以此而言，考據之學今人必當勝古，而反以爲列
代考據如林，不必從而附益之，非通論矣。……孔子云學優則仕，漆雕
開云斯未能信，侍正恐經世之疏，故汲汲不敢有暇日耳。①
袁枚的論辯基本上延續三十年前和惠棟論辯時的議題，但顯然他的論點已
完全成熟。雖然袁枚仍然采用形而上 ／形而下來分判著作 ／考據，但他已爲
著作建立了一個理論依據：“抒寫性靈。”袁枚辭章論述主張“不拘格套，獨
抒性靈”，反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倡導“落筆無古人”②，强調
作品的原創性。其雛型正是當年和惠棟辯論時的“自表論”。因此袁枚嘲
笑繁徵博引毫無性靈的考據之學是埋没人才、埋没人性，爲形下之器而已。
袁枚的立論代表當時文章論述走向性情解放一路，具近代純文學雛形，在
吾國文學發展史上地位關鍵。袁枚回信時年八十，距殁世僅二年，其觀點
是他生平學問的最後定見。乾隆以來，文章之學爭取獨立地位並建構其理
論，與經學界激烈爭辯，波瀾壯闊，歷程清晰，是清代學術極精彩的一章③。
至於考據一方，同樣也在進行理論建構。首先，從孫星衍的回信不難
看出他對袁枚突然提出“考據”一詞，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清楚所指爲何？
他勉强疏理出袁枚的意思，所謂考據大概是指“鈔摭故實”，因爲和袁枚讚
賞的抒寫性靈相對；所以他歸結出袁枚用“道、器”來區分“文章、考據”，認
爲文章是道考據是器。有趣的是，接下來孫星衍話鋒一轉，直截了當地告
訴袁枚經學本身自有一套“道器論”，和文章家不同。所謂：“然非經之所謂
道與器也！”顯然，孫星衍對袁枚所稱考據一詞雖然不置可否，但對袁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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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孫星衍《問字堂集·岱南閣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６ 年版），卷四，頁 ９０—９２。袁枚的回信，見
同卷《附答書》，頁 ９３—９４。按：《問字堂集》所收較《袁枚文集》所收多了一大段文字。
袁枚性靈説和肌理説、神韻説、格調説並稱，爲清代前期四大詩歌理論，參簡有儀《袁枚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王建生《袁枚的文學批評》（中壢：聖環圖書 ２００１ 年版）、黄
婉甄《清代性情詩論研究———以清代四大詩説爲主》，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２００４ 年碩士論
文，廖宏昌指導。
參考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與李貴生《傳統的終結———清代揚州學派文論研究》（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道器論却很在意！接著，他用了近乎二百字的篇幅爲經學的“道器論”作出
定義。孫星衍很有次第地闡述説：道指天地人事運轉的一種本質，至於古
今文字都是載體、都是著作、都是器（器指所有的文字載録著作），作爲一個
儒者正是要讀書以求明道，最終實現立身出政、經世濟民的人生價值。故
此，他提出“因器求道”是儒者治學之正途。接著説明因器求道的步驟：因
爲古今文字懸隔，先得從訓詁之學入手以求經義，由小學而九經三史，以求
經術之方，所謂：“考周天日月之度，明堂井田之法，陰陽五行推十合一之
數。”而後知儒者之學可行於世。下學上達，因器求道，以經世濟民。豈可
分道器爲二？至此，我們看到兩套道器論。顯然孫星衍建立了乾嘉考據學
的“道器論”。
孫星衍的信清楚説出“因器求道”的兩層工夫：先是器的工夫，包括訓
詁名物度數之學；其次求道，包括明聖人制作之意、則天法地。其中，名物
制度之學最是要務。我們試對照前引段玉裁歸納戴震之學：天文、曆算、名
物、制度、九數、六書、性理、天道等，不難看出漢學界的學問和知識内容正
逐漸一一呈現，下學上達於道，道指具體的治術。孫星衍的信和段玉裁《戴
東原集序》的寫作時間相差不到二年，二人觀點無論在治學方法、治學步驟
和學問内容的歸納上，都極類似。而更值得吾人留意的則是論辯方法，孫
星衍改寫了袁枚的道器論，和當年袁枚改寫惠棟的本體論如出一轍，都在
爲自家學術建構理論。在學術分化、知識求獨立的清代中葉，這種論辯方
法和現象，發生在各種學問圈。
孫、袁的辯論，尤其袁枚貼的“考據標籤”，立刻引起焦循、淩廷堪的激
烈反擊。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三十三歲的焦循寫下《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
著作書》，批評“考據”一詞不能成立，宣稱惠棟、戴震以來的學問應該稱爲
“經學”。細讀焦循這封信，可以看出他真的是煞費心思地在考慮該如何爲
這乾隆以來的新興學術定名？這種學問呈現出瑣碎餖飣、鈔摭故實的現象
是實情，袁枚等人斥爲考據在學界引起同感也是實情。然則，惠、戴學術的
性質絶非如此。於是焦循從秦漢經學學術史的角度爲清代學術拉出一條
脈絡。焦循這封信一開始就上溯孔門兩漢，表明清代經學源自先秦。他回
顧三代秦漢一直到宋明的學術類型：孔門四教無論德行、語言、政事、文學
都稱爲學，周秦以來的學術稱爲經學，至於漢人的學問，據《漢書·藝文志》
歸納爲六藝、諸子、詩賦、兵家、數術、方技，但無論是某家者流或天文、術
譜、五行、蓍龜、雜占，醫方、房中、神仙術等，都仍然歸本於經學；歷史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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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經義、後漢古學，也是以經學爲名。换言之，從先秦以降，學術類别無
論如何劃分，都屬於經學範疇。只有趙宋之後，經學出於臆斷幾近喪亡，到
宋代王應麟之徒稍稍尋究古説、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天下乃有
“補苴掇拾”之學。换言之，瑣碎餖飣的學術現象起自明代。至於清代經學
復興，從顧炎武、萬斯同到惠棟、戴震繼起諸儒倡導的則是“古學”，精醇務
實以求經世，絶非補苴掇拾的考據。故此，他提出應以“經學”來稱呼惠棟、
戴震倡導的新學術。同時，焦循爲“經學”作出一個新定義。言：
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
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
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
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
此？……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
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是又詞章之有性
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
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
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
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
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
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
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擇録者，此與經學決不相蒙，止可以爲詩
科、策科，在“四部”書中爲“説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爲此類而設，不得
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爲此概以“考據”目之也。①
焦循的這個定義十分重要，他大大地擴張了清代經學的知識範圍與知識内
容。焦循明確指出，經學除了“經文”之外，還需要其他學問作爲輔助：史
書、諸子百家、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我們可以把這些輔助
稱爲“輔助性知識”。同時，焦循也歸納序列治經求道的步驟：先明訓詁，
次求制度，再明道義，得立言之旨，立身經世。最終焦循還不忘提及袁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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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焦循《雕菰樓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收入焦循著、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
（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０９ 年版），上册，頁 ２４５—２４７。
得意的性靈論，指出研究經學也得以己之性靈貫通聖人及千百家之性靈，
得天地之至精，纔堪稱治經。和孫星衍所論同轍。其後還施展考據本領，
證明“著作”一詞的本意是“餘事”，以譏諷袁枚。他引漢人：“取舍者，昔人
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既然著作是餘事，若以道、器理論配對，“取
舍”爲道，“著作”爲器。袁枚又有何可驕①？對照前文，可以看出焦循在學
問論述上仍然采用了惠、袁、戴、孫以來的“道器”分判，作爲理論架構。
焦循應是乾嘉學者中最了解清代新興經學之學術性質的學者之一。
他的經學論述一方面批評瑣碎不見大道的枝節考核，一方面也積極建構經
學研究的方法與理論。他對孫星衍未能立即分判考據與治經的差異即刻
反駁袁枚，反而呈現出一種猶疑的態度，十分不滿。嘉慶元年（１７９６），焦循
又致信從未謀面的學界前輩劉台拱（１７５１—１８０５），批評袁枚考據一詞，呼
籲劉氏以學界大老的身份“仰出一言”，爲當時的經學“正名”。言：
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
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
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
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
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虛
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②
從袁枚、孫星衍與焦循的書信中，我們發現乾嘉漢學界正處在一種焦慮中，
如何爲自己所倡導的新興學術做出定名？它具有考據的型態但不囿於考
據，既異於兩漢經學，也非隋唐注疏。這種焦慮一直貫穿於江藩、阮元、龔
·７７·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　
①
②
焦循認爲“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賓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
事。’推其以著作爲‘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爲道，‘著作’爲器。今袁太史以‘考
據’爲器，著作爲道，已異於班氏之説。且漢時所謂著作者，專爲掌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
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爲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目，又
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言，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
説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補苴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説轉不爲
無稽矣。”見《雕菰樓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收入焦循著、劉建臻點校《焦循
詩文集》（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０９ 年版），上册，頁 ２４７。
焦循《雕菰樓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收入焦循著、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頁 ２４７—
２４８。
自珍。而事實上，也必須到龔自珍把清代經學做出知識上的分類、定義，分
判出它與漢唐的不同，顯示出清代經學的特色之後，清代經學的學術特質
纔得以確立。换言之，經過知識分化，經學不再是籠統一塊，各種專門之學
分立。這種知識分化的理念出現後，文章、義理、考核各種學問也纔得以
安頓。
同時，淩廷堪也積極排斥考據一詞。他在與孫星衍論中西算學的信中
所言：“空疏者流，謂工文章者不在讀書，瀹性靈者無須考證”，就是批評袁
枚。性靈説是袁枚的詩論主張①。又與江藩（１７６１—１８３１）論文章之學所言
“能文者不在多讀書也，吾讀書不屑屑於考據也”，“孫君淵如、焦君里堂聞
兹邪説，輒力闢其謬”；其中“號稱能文者”，都是批評袁枚②。顯然，性靈與
讀書，性靈與考據，成了文章之學與經學的對仗。
除了反對考據一詞，反省“漢學”一詞也是乾嘉學界的要務。其中最值
得重視的宣言之一，是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淩廷堪與胡敬仲討論“學術流
變”的一封信。大意謂：
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復申，空言漸絀。是固然已。
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
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遂
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
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閲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
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
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
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
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禄，童稚習
其説，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
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③
首先得聲明，淩廷堪這封信並非批評考據，也非學術論辯，而是對當時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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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淩廷堪《答孫符如同年書》，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頁 ２１６。
淩廷堪《與江豫來書》，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四，頁 ２１２—２１３。
淩廷堪《與胡敬仲書》，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頁 ２０３—２０６。該文撰於乾隆五十
八年（１７９３）。
以“漢學”稱呼清初以來的新興學術提出質疑。淩廷堪此信頗似一篇簡要
的經學史，把兩漢到清的經學流變作了一番梳理。他指出宋以前學術屢
變，不能用漢學一語概括；五代到宋元，性理之學大盛，是經學三變；清初到
惠、戴治經循舊音古義，堪稱又一變。甚至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也非皆屬
漢學。他説每一時代學術之興起都有其意圖，但流行既久尤其與政權結合
後，就會生出弊端，後一代的學術每每糾正前一代的弊端，故此，學術工作
者必須審視學術變遷，隨時作出調整。學術隨時代而變，清代學術乃爲了
因應宋明而提出修正，與兩漢經學不同。因此，他反對用漢學稱呼當時的
學術。
淩廷堪從“學術流變”的大視域來審視歷代經學變化，具有“學術史觀”
的開創意義。在乾嘉時代，能具有此一宏觀視域的學者除淩氏外，尚有章
學誠、龔自珍。所以他提出：“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爲能
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五、乾嘉學者的焦慮：如何爲“漢學考據”定名
回顧焦循和淩廷堪的這幾封信，甚至段玉裁的《戴東原集序》，我們確
實看到乾嘉學者的焦慮，不知如何爲乾嘉學術定位的焦慮。焦循説“乃近
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名目”，似乎考據爲一新名詞，其實考據一詞早
已出現。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王鳴盛論學已有考據一詞，而且把考據之學
視爲“知識之樹”的骨幹。其言爲：
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譬諸
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幹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蘤葉也。
譬諸水然，義理其原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澤物，
而詞章則波瀾淪旖，瀅洄演漾，足以供人玩賞也。四者皆天下之不可
少，而能兼是者，古今未之有也。孰爲重？義理爲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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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鳴盛《王憨斯先生文集序》，《西莊始存稿》，卷十六，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北京：中
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十册，頁 ３００。《嘉定王鳴盛全集》無撰稿時間。又，查王植《崇雅堂稿》，
序文末有“乾隆二十四年已卯九月東吳王鳴盛頓首拜撰”，收入國家清史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
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５４ 册，頁 ４２４。
王鳴盛把學問分成四類，比戴震多了一項經濟之學，確實是史學家的視域。
有趣的是他建立了一棵知識樹，把知識作了樹狀的排列，而考據之學正是
知識樹的主幹。可惜的是他仍堅持以義理爲歸，知識樹遂落入綫性論述，
未逾程頤矩矱①。段玉裁常用“考核”一詞，淩廷堪、孫星衍也使用“考證”
一詞，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戴震甫入四庫館，因總閲官錢載斥戴學“破碎大
道”，兩人發生口角，翁方綱勸架時，也用“考訂”一詞，所謂：“籜石蓋不知考
訂之學，此不能折服東原也。訓詁名物豈可目爲破碎？”②把戴震的訓詁名
物的學問稱爲考訂，基本上這些稱名指實，無大分别。
乾嘉學者對如何稱呼這清初惠戴以降的新興學問，一直是一大困惑？
若從官方立場言，較常使用的詞彙是“實學”。王鳴盛《福建鄉試録序》説：
“皇上以實學倡天下士……期進於有體有用。”③至於學術界，惠棟每用“漢
學”、“古學”、“説經”、“窮經”等詞，戴震也用“古學”、“説經”等詞。王鳴
盛嘗問戴震治經與惠棟何異？戴震回答惠求其古，我求其是。而王鳴盛則
認爲“非古無以爲是”④。阮元在回應時人詢問所爲何學，也每用“實事求
是”、“説經”、“古學”等相答。可見漢學考據學界對如何定位自家學問一
直是一大難題。所以當袁枚以考據稱呼時，孫星衍並未積極反擊，甚至並
不反對。直到江藩寫《漢學師承記》，以“漢學”定位乾嘉學術時，龔自珍駁
辯十點不妥，建議江藩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確立清代自有經學，反駁了
漢學一詞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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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程頤論學有三途：“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
儒者之學。欲趨道，捨儒者之學不可。”又言：“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
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八，收入《二程集》
（臺北：里仁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上册，頁 １８７。
翁方綱亦分學問爲三：“有義理之學，有考訂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不可强而兼也，況舉業文乎！
然果以其人之真氣貫徹而出之，則三者一原耳。”翁方綱《吳懷舟詩文序》，《復初齋文集》卷四，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集部，别集類，第 １４５５ 册，頁 ３８６。
王鳴盛《福建鄉試録序》，《西莊始存稿》，見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十册，頁 ２９４。
王鳴盛《古經解鈎沉序》引戴震語惠棟求古，吾求是。曰：“吾交天下士，得通經者二人，吳郡惠
定宇、歙州戴東原也。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于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
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余蕭客《古經解鈎沉》書成於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古經解鈎沉》於乾隆三十四年初刊，王鳴盛之序文，應該是乾隆二十八
至三十三年之間所作。《西莊始存稿》卷十五，見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 １０ 册，頁
２７９—２８０。
龔自珍《江子屏所著書序》，《龔自珍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三輯，頁
１９３—１９４。又《與江子屏箋》，同書，第四輯，頁 ３４６。
事實上，乾嘉學術已無法用單一性質的學術術語予以定位，因爲它的
發展已經超出單一性質，而成爲多途事業，非目録分類上的經史子集所能
條列，也非經學、玄學、道學等術語所能框定。龔自珍在爲阮元六十年譜寫
壽序時，把乾嘉學問分成十類專門之學，不歸一宗，正説明此一事實。從知
識分化的角度觀察，我們發現專門之學多途發生的原因，和考據學本身方
法和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换言之，考據學的方法與實踐，産生了專門
之學。
此間，居轉折關鍵地位的是戴震，推進理論成熟與實踐的是惠戴後學。
關於清初學風丕變到雍正、乾隆間惠棟、戴震推動而興起的新學術面貌，汪
中有很中肯的描述。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４）十二月，汪中爲江永門人汪鳳梧
撰墓誌銘就指出：清代經籍之道復明始於江永、戴震。言：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於儒
學爲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
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①
到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４）在爲李惇撰寫墓誌銘時，則極力讚揚大江南北已
呈現了“古學大興”的局面，咸以惠棟、戴震爲宗。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
當其實學者各以才力成其“專家之學”，不相依附，展現出學術多元的面
貌。言：
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
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
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②
顯然，方法與實踐相結合，是考證之學發展出多元知識的歷史途徑。以下
梳理此一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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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并序》，收入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０５ 年版），《文集》第八輯，頁 ４８３。
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收入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文集》第八輯，
頁 ４８０。李惇，字成裕，又字孝臣，江蘇高郵人，與同郡王念孫、汪中、劉台拱、顧九苞等友好。乾
隆四十五年中進士，晚好曆算。
六、乾嘉學者的“説經”方法：工具性知識崛起
“説經”在唐代指説佛經，元明時泛指經典論述，但到清乾隆間則意指
以徵實嚴謹的方法研究經學。從《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元明清經典著作的
評論，可以清楚看到這種轉變。《四庫全書總目》評元胡震《周易衍義》言
其：“割裂”，“前後脱簡”，“其於經文訓詁，大都皆舉史事以發明之，不免太
涉氾濫，非説經家謹嚴之體”①。評明徐世淳《易就》言其：“其書似儒家之
語録，又似禪家之機鋒，非説經之正軌也。”②評明洪化昭《周易獨坐談》言
其：“然雜引古事，語皆粗鄙。如周公作歌招夷齊、夷齊答歌之類，雜以俳
諧，殊乖説經之體。”③唯對宋魏了翁《周易要義》和明陳第《尚書疏衍》，略
有嘉言。評前者曰：“以説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之詳博，因取諸經注
疏之文，據事别類而録之。”“是編所録，雖主於注疏釋文，而采掇謹嚴，别裁
精審，可謂翦除支蔓，獨擷英華。”較諸當時只知誦習成言者，能别裁精審，
有廓清之功，已然開拓了注疏之路④。評後者言：“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
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説經者比。”⑤顯然，清儒給“説經”下了一個新的定義，
“徵實”成爲説經的新標準。再試看《四庫全書總目》幾種對清儒説經的讚
詞：評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言：“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譌。”“崑崙河
源之説，非惟訂漢儒之謬，並證《元史》之非。恭逢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
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欽定《書經傳説彙纂》已備采其
文。……爲説經家所未曾有也。”⑥文字考訂精核，又據實勘驗，是説經者的
表率。又説毛奇齡《易小帖》，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王弼、陳摶二派之空言，
蓋“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説經”，毛奇齡實已開先
路⑦。至於惠棟所撰《周易述》，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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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３ 年版），卷四，上册，頁 ２３。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册，頁 ６４。
同上書，頁 ６５。
同上書，頁 １７。
同上書，頁 １００。
同上書，頁 １０４—１０５。
同上書，頁 ３８。
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説，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更是説經之圭臬①。
據此可知，清儒對摭雜家之言、談靈異、空言天道或借抒憤慨的説經是一概
不取。顯然，“説經”在清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規範、一套方法。
何謂説經？如何説經？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有很清楚的闡釋。言：
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
人，求其一經，啓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
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説文解字》，三年，知其
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
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爲定。②
這段話説的是我們熟知的“由字通其詞，由詞通其道”，然則戴震治經還有
更重要的方法。其下言：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
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即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
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協韵，即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
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
《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
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
字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
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
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
“三角、八綫”，其“三角”即“勾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
法窮，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吕
言五聲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鐘之宫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
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説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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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册，頁 ４４。“棟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
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説經者，則相去遠矣。”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收入《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五册，
頁 ２５８７—２５８８。
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
會通。①
戴震指出説經除了文字訓詁之外，還有若干難明之“事”必須解決，這若干
難明之事，就不再指文字形聲義的問題，而是與經文事類相關的“專門知
識”。包括：恒星七政之運行、古音韻、古代宫室、衣服、制度、古今地理沿
革、少廣旁要、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漢代反語、古代的勾股綴術、古代
鐘律等。他説：不明恒星七政的運轉，就無法了解《尚書》所載羲和之官的
職責；不明古音韻就讀不通《詩經》的協韻；不明古代宫室、衣服、制度，就分
不清方位作用，無法了解禮制的意義；不明古今地理沿革，就無法按圖索驥
《禹貢》時代的水道疆域；不明少廣、旁要就無法了解《考工記》所載工具車
器的製作方法；不明鳥獸蟲魚草木的狀類名號，就無法正確掌握《詩經》的
比興；不明漢代的反語，如何能正確了解聲與韻的經緯横縱；不了解中國的
勾股算學，如何能評斷西人的三角之法；不了解管、吕的鐘律之學，如何能
解釋音律位置。
戴震這封信寫於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二十七，是他入都前六年，也是
他到“不疏園”從學江永的前三年，這封信已完整説出了戴震的説經方法。
前文已經提到，戴震在到北京前，甚至在從學江永前，其本身學問已有可觀
成就②。在不疏園，戴震兩次問學，第二次是應聘教汪鳳梧之子，同時從學
江永，從學衆人中，戴震於諸經所得獨多，是江門大弟子③。戴震入都前的
著作據錢穆整理：二十二歲成《籌算》一卷，二十三歲成《六書論》三卷，二
十四歲成《考工記圖》，二十五歲成《轉語》二十章，二十七歲成《爾雅文字
考》十卷，三十歲成《屈原賦注》，三十一歲爲《詩補傳》，錢穆説該書：“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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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收入《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五册，
頁 ２５８７—２５８８。
淩廷堪言戴震“乾隆十九年，以避讐入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淩廷堪撰《戴東原先生事略
狀》，收入《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頁 ３１２—３１７。該文撰於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乙卯，淩氏年三
十九歲。
鄭虎文《汪明經鳳梧行狀》：“經學則與休陽（案：應爲寧）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
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
傳，即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見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十一册，卷一百三十三，頁 ３９９９—４０００。又鄭虎文《汪明經肇龍家傳》：“傳江氏之學
者，首稱休寧東原戴氏震，歙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用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晞原、金氏蘂
中六七君皆知名。”同書，卷一百三十三，頁 ４００１。
詩考其字義名物，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説。”①我們仔細對比戴震的著作和他
所主張的説經方法，立刻可以看出他的著作正是他治經方法的實踐。戴震
在信中提到他的得意之作《經考》，却因畏懼時人以驚狂視之，而不敢示人。
戴震治學一生最大的計劃就是“七經小記”。據段玉裁所言，七經是：
《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至於撰著的方法，據戴
震自言，必須分“數大端”：始於六書九數，繼以名物制度。所以戴震撰寫
《訓詁篇》、《原象篇》，之後《學禮篇》、《水地篇》，最後歸約到《原善篇》。其
中，《原象篇》談的是天體算法，《學禮篇》談的是名物制度，《水地篇》談的是
水地沿革②。可見戴震的説經步驟，從六書九數到聲音文字訓詁、從天文曆算
到名物制度水地，終而至於聖人之道與我心之同然。這數大端的學問，堪稱戴
震説經的“基礎知識”，也可以稱爲治經的“工具性知識”。從考據學的發展來
看，這“數大端”的工具性知識在清儒積極的研治下，都發展成了“專門之學”。
乾嘉學者意識到治經必須具備特定的工具性知識，與戴震同時以校勘
之學著名的盧文弨也是重要代表。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盧文弨爲江寧郡
學官錢塘所著《聖廟樂釋律》作序，回顧康熙年間關於考定曆法的一段中西
算學之爭，言及康熙乾隆對數學和律吕學的重視。提出審音與明時，其理
相通，基礎都在數學知識。因此呼籲儒者治經當通曉數學。其序曰：
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司天者，中
西各是其説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
其爭，於是專精研求於勾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明，於是乎有《儀
象考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
而有《律吕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間之元聲，爲發千古未發
之秘。今上纘緒，悉遵循之以爲準。聖明作述，此誠千載一時之盛也
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
見，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爲深恥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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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章，頁 ３１０—３１１。關於這封信的寫作時間，參考該書頁
３１２—３１３。
參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附録，頁
４８２—４８４。
盧文弨《聖廟樂釋律序》，《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卷二，頁 １０，該文撰於乾
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丙午）。
盧文弨又指出“説經之道，貴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爲戴祖啓（字敬咸，號未堂，曾官國子監學正）《春秋五測》作序時，
又强調天文知識對説解經書的重要性，言：“説《春秋》者之有例，猶夫觀天
者之有法也。”序言：
揆日之度，察星辰之行，以正時而成歲，必稽其玄焉，必立之法焉，
而猶有參錯而難合者，則其立法疏也。故善觀天者不能廢法，而要當
使法一稟於自然。此豈幸其一二偶驗而遂謂吾法之盡善，至其不驗，
則將强天以求合，是其爲不可也，不甚明哉！説《春秋》者之有例也，猶
夫觀天者之有法也。屬辭比事之爲教也遠矣。顧左氏所稱，猶爲史官
之常例。雖其間亦有聖人所不易者，然不可即以爲聖人之所筆削者盡
如此。厥後諸儒之説，莫不知有例，而用之不精，或偏而不全，或常而
不變，其蔽往往陷於繚繞破碎，而使經之義轉晦。故法不密，則懸象遲
速之度不能必其無差也；例不精，則垂文示教之旨不能必無失
也。……昔之人所據以爲説《春秋》之例，然者君謂其不盡然，立五測
以祛四蔽，不必定出己見，而亦不必固守成説，期於適當而止，君之所
以爲例者，不綦善乎！夫觀天者，至近世而儀器更精，分數更明，故其
密合，亦遠勝前代。蓋鑒前人之失，而順天以求合，不偏守一法以測
天。君也因文以見例，不偏執一例以測聖人。其道實有相類者，余是
以擬議而爲之説如此。①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盧文弨爲潘融如《聲音發源圖解》作序時，又提到當時
學界認爲西域字母之學對音聲的研究成果勝過中國士人，潘氏作書爲了證
明中國亦有懂聲音之學者，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説②。借用西域聲音發源
理論以解中國音聲之源並作圖解説明，可以證明説經之儒曾援用域外知識
以證明中土之學，如算學之引用西學然。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戴震過世後十九年，也是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文
集》後三年，私淑戴震學術的淩廷堪撰寫《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詳述戴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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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卷二，頁 １７—１８。《春秋五測序》該文撰於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丙申）。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頁 ３４—３５。《聲音發源圖解序》撰於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癸巳）。
經求道的步驟：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終於“六經”
之道與我心之同然。又把戴震的學術成就分爲三：小學、測算、典章制度，
加上所列細目地理、鐘律、校勘、義理之書，應是七類，一一分述戴學的具體
貢獻，並理出戴學的後傳譜系。言：
故其爲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
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
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爲異學曲説所汩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
也。……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
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方言疏證》十三卷。……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
一篇，《勾股割圜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其典
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卷，《毛鄭詩考》四
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
考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
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
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
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
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
而理義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
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①
對照前文所言，段玉裁分戴震學術爲：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
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等；淩廷堪的分類較段更爲
專業。同時期，戴震友朋闡揚戴震學術時也紛紛以專門之學歸類，唯各人
的分類略有差異，其最要者是龔自珍的分類。
道光三年（１８２３），阮元六十壽慶，子常生爲編年譜二十四卷。求序於
龔自珍。龔自珍寫《阮尚書年譜第一序》，把阮元學術成就大分爲十類，分
别是：訓故之學、校勘之學、目録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金石之學、九數
之學、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且爲每一學門做出定義，包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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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淩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收入《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頁 ３１２—３１７。
歷代變化、重要典範，尤其强調清儒的貢獻和阮元的成就。這些定位式的
陳述，資料豐富意藴深厚，值得一一細究。
本文既論學術分化，就覘取金石一門略作陳述，以見金石之學在當時
的兩種走向。龔自珍定義“金石之學”説：
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
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爲緒餘，洪、陳以還，間多好事。公謂吉
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劻史，翫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
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
論在箸録。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①
金石之學自宋代以來一直有兩個派别：“或考稽史傳，證事跡之異同，或研
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時有爭辯。金石文字有助於考證經史，始於許慎、
鄭玄，把金石視爲書法摹本則是魏晉以後的事。龔自珍紀録阮元金石之學
的態度是“正經劻史”，至於翫好臨摹，則不預焉。但清儒喜愛金石書法者
大有人在，翁方綱就曾經爲了定位金石之學的“藝術價值”，借答客問言：
客曰：然則考金石者豈其專爲書法歟？曰：不爲書法而考金石，
此欺人者也。彼固曰以訂證史籍爲專務耳。夫金石之足考經正史固
然已，且夫集録金石，始於歐陽子，而歐陽之言曰：“物嘗聚於所好。”此
非以其書言之乎？……夫學貴無自欺也，故凡考訂金石者，不甘居於
鑒賞書法，則必處處攟摭某條某條足訂史誤。金石文足訂史誤，固時
有之……至於一官一地，偶有搘拄，苟非確有證据，何以知史必非而碑
必是乎？且即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上下正變之概，豈易罄陳而可忽
視之乎？正惟力窮書法原委，而時或他有所證，則愈見金石之文裨益
匪淺也。其書極醜劣而足證史事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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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龔自珍《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龔自珍全集》，第三輯，頁 ２２５—２２９。從龔自珍序末復程同文“敬
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序之，此其第一序云爾。癸未正月”，知
自珍期待阮元七十壽時，阮常生能再增加年譜十卷，他願再寫一序以爲壽。故阮元六十歲之序
稱爲第一序。阮常生所編年譜，今不得見。詳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黄山書社 ２００３ 年版），
道光三年六十歲條，頁 ７３１。
翁方綱《自題考金石圖後》，《復初齋文集》卷六，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４５５ 册，頁 ４０８。
翁方綱是清代的書法大家，其書法流傳海外，甚爲朝鮮士人愛重。他强調
金石書法具有藝術價值，豈專爲考經史而設？其實阮元也是清代重要的金
石蒐藏家，考經證史固然是鐘鼎金銘功能之一，但阮元又何嘗廢棄書法的
藝術價值。知識分化與價值重構，在清代學術界一直多途並進。
隨著各種工具性知識的發展，清儒的知識分類也逐漸擴張，前舉王鳴盛
分學問爲四類，翁方綱分學問爲三類，戴震分學問之途爲三。盧文弨的分類
更可視爲轉折之代表。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言：
人之爲學也，其逕途各有所從入。爲理學者，宗程、朱；爲經學者，
師賈、孔，爲博綜之學者，希踪貴與、伯厚；爲辭章之學者，方軌子雲、相
如；爲鈔撮之學者，則漁獵乎《初學記》、《藝文類聚》諸篇；爲校勘之學
者則規橅乎《刊誤》、《考異》諸作。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抑亦關乎性
情，審其近而從事焉，將終身以之，而後可以發名成業。①
盧文弨把學問分成六類，前四類理學、經學、辭章之學、校勘之學，都與時人
相類。但後面談到的博綜之學、抄撮之學，則顯然是有鑑於當時正在興起
的新學問路向———輯佚———而作出的歸納。因他接著就談到自己思考治
學之途的經驗，説年十五六即從人抄書，摩挲版本異字，有志於校勘之學。
若與焦循歸納的當時的學術現象對比，亦即焦循所批評漢學界治經陷於枝
節的幾種現象，當中就有“摭拾者”與“叢綴者”②。這種現象很可以代表學
問發展尚未成型、無可定位、亦無師可承的過渡階段。相較於龔自珍的歸
類，齊整而有定義，可見漢學考據發展到專門知識的成立，確實經過一段理
論實踐和摸索。
七、結論：“道器論”與清代“專門之學”
專門之學在清代建立，其知識意義是多面性的。現分幾個重點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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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盧文弨《書楊武屏先生雜諍後》，《抱經堂文集》，卷十一，頁 １６０。
《雕菰樓集》卷八《辨學》，收入焦循著、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０９ 年版），
上册，頁 １３９。
（一）技藝性知識的地位提高；（二）道器論重新定位，傳統學問的實踐意
義；（三）清學不宜稱考據學，應改稱專門之學。
清儒治經以恢復兩漢經説爲口號，結果導出古學復興，專門之學成立。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文所論“説經方法”本身發展出的工具性知識；一是
“古學復興”帶來的技藝之學復興。
汪中是乾嘉間少數具有學術史觀的學者，雖以文名稱譽學壇，然一生
之志唯在《述學》一書①。汪中籌劃中的《述學》和今本不同，那是一本專門
討論秦漢學術流變和學問分化的學術史之作，其中一個要點就是重構三代
學制。汪中的計劃，不僅是探究三代的學校制度、取才方式，也包含教育内
容。恢復三代學制尤其教育内容，是清儒的重要學術企圖之一，唯有育才
與用才合一，正確的學問觀念纔能建立。
清儒考證三代學制的文字甚多，目的在批判當時的教育，揭示學用合
一的教育理念。按《周禮》所載，大司徒掌教的教育内容有六德、六行、六
藝。《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鄉三物的“物”是指“事”，都是學子必須實踐的具體行爲。六
藝中的“書”是基礎的文字教育，“數”是基礎的算術教育。戴震早年爲學
時，就發現這些基本訓練已經喪亡而力圖重振。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戴
震爲屈曾發撰寫《九數通考序》就清楚表明“六書九數”之學的重要，言：
古者九數，司徒掌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與五禮、六
樂、五射、五御、六書之倫，合而謂之道藝，夫德行以爲之體，道藝以爲
之用。故司諫巡問民間，則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由是言之，士有國事之責，期在體用賅備有如是。今屈君將出爲
國家分理斯民，凡用之於官，施之爲教，淵乎其有本也。……今屈君所
爲書，信足以補道藝中一事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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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汪中《與端臨書》：“所諭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
也。”汪中《述學》卷六《别録》（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頁 １５。
戴震《九數通考序》，收入《戴震全集》，第六册，頁 ３２３２—３２３３。按：此篇輯自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湖海文傳》卷二十八。此前未見戴震已刊著作著録。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戴震五十二歲，校
《九章算術》成。參年譜，第六册，頁 ３４１０。
屈曾發是清朝著名的數學家，該書原名《數學精詳》，戴震改名爲《九數通
考》①。戴震指出六書九數是三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國家任用人才的標
準之一。他説司諫在民間選拔人才時除了德行之外，還得從“道藝”來辨别
一個人有無才幹，而文字素養和算術素養是考核的基本技藝。此處值得留
意的是，戴震把書、數稱爲“道藝”，屬於“用”的範疇，而把德行稱爲本，屬於
“體”的範疇。相較於之前的論述者，戴震已經認識到“道、藝之學”不僅是
“技術”也具備“理論”，是經國之實策。其後戴震在四庫館輯出算學十書，
是算學史上一大偉業②。
阮元編纂《疇人傳》是另一重要指標。《疇人傳序》開宗明義指出“道”
和“藝”的關係。阮元言：
昔者皇帝迎日推測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堯命羲和，舜在璿璣，
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蓋效法乾象，布宣庶績，帝王之要道也。是故周
公制禮，設馮相之官，孔子作《春秋》，譏司術之過……數術窮天地，制
作侔造化，儒者之學，斯爲大矣。③
《疇人傳》共收録 ２８０ 人（西洋 ３７ 人）。這是一本爲古今致力於“九數之學”
的人所編列的傳記。所謂：“蓋數爲六藝之一，極乎數之用，則步天爲最大，
故凡通九九術者，俱得列於是編。”阮元在《凡例》中，把古今算學知識分成
幾個大類：一，步算：該書只取步算不取占候，换言之只取與天算有關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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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曾發，字省園，蘇州常熟人，著《九數通考》十三卷。自序言：“己丑之春，得聖祖仁皇帝《御製
數理精藴》，伏而讀之，訂古今之同異，集中西之大成，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一旦涣然冰釋。惜薄
海内外窮儒寒畯，未獲悉睹全書，乃不揣固陋，舉曩時所輯，重加增改，一折衷於《數理精藴》，學
者取而習之，不特古者六藝教人之法，可得其旨趣，即我朝文軌大同，制作明備之休，亦藉以仰窺
萬一矣。其書初名‘數學精詳’，休寧戴震爲改今名。”見阮元主編《疇人傳》卷四十二，《疇人傳
彙編》（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上册，頁 ５４７。《數理精藴》於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癸卯）刻成，
己丑，應爲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
《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等七部算書，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另從汲古閣叢書輯出《張
邱建算經》、《緝古算經》和《數術記遺》，一共十部算經，進行校勘，作圖和注釋作爲收入《四庫全
書》的底本。後來戴震又根據汲古閣本從新校勘十部算書，交曲阜孔繼涵於乾隆四十二年
（１７７７）刻成微波榭版，第一次用《算經十書》稱之。
阮元《疇人傳序》，阮元主編《疇人傳》，收入《疇人傳彙編》（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上册，
頁 １。
識，凡涉及妖星、暈珥、占驗、吉凶者，一概不取；二，天學理論：該書載録了
傳統自秦漢至魏晉的六種天學理論，建立了天文曆算之學的歷史脈絡；三，
儀器制度：該書也載録了實測的儀器和制度①。
從事天文曆算，需要仰賴實測儀器與數學知識，阮元對儀器製作之著
録與算學技術之演進十分重視。更值得留意的是，阮元對歷代天文志紀録
原則的批評。他指出：歷代天文志將“推步”與“儀象”（儀器制度）切割，把
“儀象”附合於律（吕）、《易》，這是不恰當的。基本上，古時的數學知識確
實普遍被應用於天文、曆法、音律、星象等領域。儀器制度則被列入技藝。
阮元所進行的知識分類，則把儀象和推步置於一處，呈現出九數之學是技
藝與知識合一的完整學問。“由藝通道”，在阮元的知識觀念裏系統完整。
换言之，他指出了：技藝之學是抽象之道的具體落實。
除了説經引發出的技藝之學，其他技藝性知識也逐漸建立起獨立地
位。前文曾經討論了辭章之學致力於建立其獨立地位，袁枚另立一套本末
論、形上形下論或道器論，目的都在於此。同其時，“詞”這被視爲詩餘的不
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技，也發生著轟轟烈烈的“尊體運動”②。和金石之學
同樣在爭取其獨立的藝術及學術地位。
關於“道器論”的重新定位，也值得一述。反觀前文不難發現，清儒無
論是孫星衍提出的“道器論”，焦循闡釋的經學基礎知識，或阮元提出的“道
藝論”，龔自珍提出的知識分類；乾嘉學者其實都在致力於建構一套新的
“學問論述”方式，一則擺脱傳統的本末論，二則配合新興的學問觀。尤其
“綫性論述式”的本末論或道器論，最引發清儒的批駁。我們嘗試與宋代程
頤的學問論述做一比較，以呈現清儒“學問論述”的突破意義。
程頤論學，嘗言：“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③程頤所謂
的“訓詁”，補苴掇拾瑣碎餖飣。其後談論“問學致知”、“如何識道”，縱使
主張即物致知，目標仍在求貫通之理，並未展開“客觀知識”的研究。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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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手訂《凡例》，阮元主編《疇人傳》，收入《疇人傳彙編》，上册，凡例，頁 １—５。
可參顔妙容《清代詞學尊體之論述研究》，中山大學中文系 ２００５ 年博士論文；蘇利海《晚清詞壇
“尊體運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朱熹編《二程語録》。收入王雲五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１９６６ 年版），卷十
一，頁 １３５—１３６。
顯的莫過於談論如何讀《春秋》，程頤説：“必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
秋》。”①治《春秋》得以義理爲先導，這和戴震所説“志存聞道，必空所依
旁”，大異其趣。顯然，程頤論爲學是爲了窮理，治經也是爲了窮理，明經和
求道之間的聯繫是義理先行。事實上，這種“義理先行”的學問論述是程朱
理學的通性。論儒者之道，也側重性理道德論述；這和清儒擺脱依傍直求
“六經”具體治世之道，儼然兩途。其中最要關鍵，就是宋儒未能識得“訓詁
之學”所開敞的“知識天地”。這和清儒“説經”，從訓詁之學展開的“器學”
知識，並由此建立的另一套“道器論”，截然不同。清儒的實事求是之學，不
必先立一個道體，也不必先識得義理，而是很實際的循著説經必須的基礎
知識（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度數）一一考核進去，考證經驗的累積和理論逐步
型構，令技藝性的知識獨立成家，而這些技藝性知識和治世的實務方策緊
密相連。從實務到理論，從器到道，清儒建立了另一套道器論。故此我們
可以説，宋儒講的是性理之學，縱使言道，道也義囿於性理之下。清儒則從
文字聲音名物度數治經，從器物考核開發出“器知識”，清儒揭示的是“道器
論”，宋儒建立的是“性理論”。當清儒的道器論取代宋儒的性理論後，儒學
在 １９ 世紀展現了它的知識面貌。當然，更值得留意的是當“器學”獨立之
後，“道”的内涵與定義也必將改寫。每一種器知識都可能因其定義與獨立
價值而發展出獨立的理論。龔自珍所做的定義只是雛形。莊子所謂“道術
將爲天下裂”，我認爲正可形容 １８ 世紀傳統學術面對知識分化時的狀態。
同時得指出，論者每以戴震的學問三途（理義、制數、文章）比附程頤的
學問三分（文章、訓詁、儒學），這也是不正確的。戴震所謂的制數之學和説
經諸事以及他所謂的訓詁，皆非宋儒所謂的訓詁；尤其他提出的學問三途，
目標都在求道，大異於宋儒的性理。
乾嘉學術另一特質值得説明的是，傳統中國的學問多屬實踐性，而非
純理論性知識。清人因説經方法産生出各種專門知識，無論是輯逸、校勘、
訓詁、水地、金石或性道、文章之學等，都是指實踐而言，都得在治學過程中
實際操練。或面對材料做出考核、裁斷，或面對生活做出應用，並非純粹思
辨性的理論。研究訓詁學的近代學者張以仁教授（１９３０—２００９）曾説：“傳
統的訓詁學只是一種工具之學，目的在實用。而所謂理論的部分也不過是
解釋字義的方法論而已。”“如何使它從讀書識字或辨認詞語的工具之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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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程語録》，卷十一，頁 １１５。
入真正的語義的探究領域之中，實在是值得訓詁學者們共同努力的事。”①
課堂上也説：訓詁其實不能被稱爲一種“學”，它是一種治學方法，需要實
踐，尚未有完整的理論，尤其面對出土文獻的審訂，方法隨時更新。龔自珍
稱呼阮元十大學門，所采用的名詞都是“之學”，如“水地之學”而非“水地
學”，“文章之學”而非“文學”，“訓詁之學”而非“訓詁學”。意思是指：欲
從事這門學問，當如何如何進行。傳統學人對知識的定位，以及傳統學術
在近代轉型過程中，其知識性質如何被改變甚至刊落，值得深思。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用“考據學”稱呼清代學術是不精確的。考據
不可被稱爲學，考據是治學的基礎，先求其實證。唯進行考據之時，必須采
用若干方法，纔能得其實是。而這若干方法也不是學界之前所謂的歸納法
或演繹法，而是各種工具性的知識，即戴震在《與是仲明論學書》所言的“若
干事”，每一事都指一種古代知識，藉用這些工具性知識，纔得以“説經”。
而清儒就在致力開發這些工具性知識的同時，開展出各類專門之學。故
此，我認爲清代學術應稱爲“專門之學”。和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
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列爲“清代專門之學”。
（作者單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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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張以仁《訓詁學的舊業與新猷》，《東方論壇》，第四卷第四期，頁 ４１—４６，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收入
《中國語文學論集》（臺北：東昇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本文據其新版《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頁 １３—１４。
